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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张瑞凯

摘 要：社会福利意识是影响一个国家社会福利体系效能的直接因素。本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意识

呈现混合福利偏自由主义的倾向，更多地将提高自身福利水平寄希望于自己的勤劳努力和聪明才干上，认为个人、家庭、

工作单位、村集体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为重要；在福利分配原则上更倾向于“选择性”这一原则；在供给机制上，

更赞同社会福利领域采用市场机制分配资源。就影响其福利意识的因素，研究显示，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该群体的

福利意识；个体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其选择偏向自由主义倾向发挥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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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福利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福利文化在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作

用日益引起研究者重视。福利意识作为福利文化的集中体现，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学术界认为，社会

福利意识是影响社会福利体系效能的直接因素，在塑造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甚至

有学者明确提出“影响一个国家做出何种福利选择和安排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此前很多研究中辩称的政体类

型或经济发展模式，而更多的是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彼此的看法和期望，以及一国当时对国家和市场职责

划分的主流态度”
a
，因此，美国会建构个人主义取向的社会福利制度，英国会在二战之后选择建设“福利国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其中外出务工人员达2.2

亿，异地务工达 1.3 亿。如此大规模群体的福利状态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剖析这一群体关于社会

福利最根本的价值理念以及影响因素，对于有效安排福利制度、改进政策效果，具有突出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一、社会福利意识形态及其操作化

（一）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界定

关于什么是“社会福利意识形态”，学术界的界定多元不一。王思斌认为，社会福利意识形态是指一

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关于社会福利的价值体系，包括如何看待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责任观、获得社会

福利的正当性等问题，其是个人对社会福利定型化的思考模式与观念，一旦形成再促使其改变是非常缓慢

与不易的。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不但能引导个人审视与评判社会福利的现况，且能够作为社会福利未来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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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参考依据。
a
台湾学者林万亿认为福利意识形态是指一组对福利的意见、态度、价值，以及一种关于人

与社会的思考方式。
b
谢美娥在林万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社会福利意识形态进行了明确界定，即社会福利

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福利发展的一套逻辑性概念组合，也就是社会大众对于社会福利的意见、信仰、态度

和价值的组合体，用以思考人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可以引导认知社会福利，提供对社会福利现况评估和未

来社会福利发展的概念组合。
c
吕宝静则从国家与福利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福利意识形态，认为“社会福利意

识形态是一组共享的社会福利理念，其用来解释与批判政策。易言之为一组对福利国家的构思。通常这组

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指涉国家对社会福利介入的深度与广度，而其形成受到国家的组成、文化以及政治经

济结构与发展的影响。”
d

综上，虽然学术界对福利意识形态的界定存在分歧，但都强调福利意识形态的基础性、稳定性和指引

性。基础性指社会福利意识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关于社会福利的价值体系，包括如何看待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责任观、获得社会福利的正当性等问题。稳定性指其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指引性指社会福利

意识不但能引导个人审视与评判社会福利的现况，且能够作为社会福利未来发展的参考依据。本研究认为，

社会福利意识是社会成员关于获得社会福利的正当性、福利产品的分配原则、福利产品的供给主体、供给方

式等方面定型化的意见和态度。

（二）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操作化

系统梳理人类社会福利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各种思想、意识、态度等，不难发现，其讨论的核心议题

可归纳为五个“W、”一个“H”：为什么要提供福利（why）？ 谁来提供福利（who）？ 给谁提供福利（whom）？  

提供什么内容的福利（what）？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中的定位（where)？怎样提供福利（how）？
e
考虑到“提

供什么内容的福利”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内容涉及领域过多，本研究

没有将其列为测量福利意识的维度。就其他五个维度，借鉴澳门学者赖伟良、台湾学者林万亿等人的操作

化语句，本研究构建了由社会福利权认知、社会福利功能定位、福利分配原则偏好、福利供给主体偏好、

福利提供机制偏好五个维度组成的“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形态测量量表”（见表 1）。

表 1  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形态测量量表

维度 操作化语句

社会福利权认知
（获得社会福利的正当性）

S1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S2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败

   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中
的定位

S3政府应该首先重视经济政策，然后才是社会福利政策（负分）

S4政府应该有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以免出现养懒汉现象（负分）

a王思斌：《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6，第 11 页。

b林万亿：《影响台湾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因素》，《台湾大学社会学刊》，1997（25）。

c谢美娥：《大台北地区一般民众与低收入民众社会福利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需求之比较研究》，《台湾大学社会学刊》，1995（24）。

d吕宝静：《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载《台湾地区社会意向调查八十年六月专题调查报告》，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1。

e毕天云：《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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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分配对象偏好

S5政府应该发展更大规模的福利服务，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到较好的保障
（普遍性原则）

S6政府的社会福利应当只提供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选择性原则）（负分）

福利供给主体偏好

S7社会福利主要应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而不是政府（负分）

S8福利主要应由乡村集体、工作单位提供（负分）

S9当个人遇到问题时，亲属是最有责任提供帮助的（负分）

S10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起最大责任（负分）

福利供给方式偏好 S11在提供社会福利时，政府应该向有钱的人收取服务成本（负分）

该量表总计包含 11条操作性语句，让受访者选择回答：“十分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

和“十分不同意”，分别记为 5、4、3、2、1 分。

本研究在正式调查前选择了 30 名农村居民进行重复测试（间隔一周），根据两次测量结果计算重测系

数为 0.95，显示该量表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就量表的效度，本研究使用因子分析对 30 名农村居民测试结果

进行结构效度分析，将12项测试语句正交旋转，11个陈述语句可以综合为3个因子，其因子负荷量大于0.756，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49.07%，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三）研究方法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鉴于现实条件限制，本次调查采取非概率抽样中的判断抽样方法，从北京市农村户籍人口多的区县中

抽取了房山、门头沟、延庆三个区县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 380份，经过两步筛选，

即逻辑关系设定相关的未填项标准，及以性别、年龄、社会身份等基本变量筛选，有效问卷 340 份，有效

回收率达 89.5%。
表 2  被访者年龄分组

年龄分组
合计

16-20 岁 21-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59 岁 60 岁及以上

性别

男

计数 10 45 20 46 24 6 151

总数的 % 3.0% 13.3% 5.9% 13.6% 7.1% 1.8% 44.7%

女
计数 26 64 33 34 24 6 187

总数的 % 7.7% 18.9% 9.8% 10.1% 7.1% 1.8% 55.3%

合计
计数 36 109 53 80 48 12 338

总数的 % 10.7% 32.2% 15.7% 23.7% 14.2% 3.6% 100%

从年龄结构来看，本次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6 岁，年龄最小为 16 岁，最大为 81 岁。其中，30 岁以下

的新生代农民工占了样本量的 42.9%。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占了 55.3%，男性占了 44.7%，女性高于男性。

在民族构成上，本次调查的农村居民主要以汉族、回族、满族为主，其中汉族比例最高，占了 95.5%，回族、

满族分别占了1.2%、3.3%。在文化程度上，被访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以高中（包括中专、职高、中技）为主，

占22.4%；其次是大专学历（20.9%），大学本科学历排在第三位（20.4%），初中学历排在第四位（19.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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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现状、群体分化及影响因素

（一）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现状

表 3  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形态量表各指标得分

维度 指标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社会福利权
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1.9979 2.00 .90 1.00 5.00

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败 2.08 2.00 .85 1.00 5.00

社会福利地位

政府应该首先重视经济政策，然后才是社会福利政策 3.41 3.00 .98 1.00 5.00

政府应该有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以免出现养懒汉现象 3.90 4.00 .86 1.00 5.00

供给对象偏好

政府应该发展更大规模的福利服务，使每一位公民的生
活得到较好的保障 1.95 2.00 .83 1.00 5.00

政府的社会福利应当只提供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3.56 4.00 1.04 1.00 5.00

供给主体偏好

社会福利主要应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而不是政府 3.26 3.00 1.02 1.00 5.00

福利主要应由乡村集体、工作单位提供 3.46 3.00 .99726 1.00 5.00

当个人遇到问题时，亲属是最有责任提供帮助的 3.63 4.00 .95 1.00 5.00

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起最大责任 4.14 4.00 .75 1.00 5.00

福利供给机制偏好 在提供社会福利时，政府应该向有钱的人收取服务成本 3.57 4.00 1.01 1.00 5.00

（5= 十分同意 4= 同意 3= 中立 2= 不同意 1= 十分不同意）

表 4  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总量表、分量表得分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总量表得分（满分 55 分） 34.97 35.00 3.87 21.00 44.00

社会福利权力分量表得分（满分 10 分） 4.07 4.00 1.41 2.00 9.00

社会福利地位分量表得分（满分 10 分） 7.31 7.00 1.42 2.00 10.00

供给主体偏好分量表得分（满分 20 分） 14.50 14.00 2.50 6.00 20.00

供给对象偏好分量表得分（满分 10 分） 5.52 6.00 1.18 2.00 10.00

福利供给方式偏好分量表得分（满分 5分） 3.57 4.00 1.01 1.00 5.00

1. 对社会福利权的认知。福利获得的正当性理由经历了“剩余观”、“恩赐观”、“解决社会问题、

实现公共利益”等观念变化。自从马歇尔提出“公民权”的概念后，“享受社会福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得到了不同国家的普遍认可。因此，本研究将“福利获得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

是代表自己失败”作为福利获得正当性理由的操作化语句。调查显示，“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位公民的权利”

这一语句的平均得分仅为2分，只有7.4%的被访者表示同意这一观点，高达79.2%的被访者不认同这一观点。

就“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败”这一语句的得分也仅为2.08，高达73.9%的被访者不认同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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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非常明确地显示出农村居民不认为福利是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社会权利。

2. 对社会福利体系地位的态度。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淹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

战略之中，成为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辅助工具。直到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谐社会目标

的确立，社会福利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才开始受到重视。在农村居民心中，社会福利制度占据着什么样的位

置？调查显示，“政府应该首先重视经济政策，然后才是社会福利政策”这一语句的平均得分为 3.41，高

达 44.7% 的被访者赞同这一观点，有 39.9% 的受访者选择了“中立”，还有 15.4% 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

同意”。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对社会福利政策在国家运行中地位的判断依然处在较为弱势的位置。当问他

们对“政府应该有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以免出现养懒汉现象”这一语句的态度时，其平均得分为 3.9，有

72.3%的受访者同意这一看法。从这一指标反映的情况看，我国农村居民认为经济政策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认为社会福利政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辅助工作。并且，他们不接受庞大规模的福利制度，担心这类体

制会对个人的自助能力造成影响。

3. 福利供给对象偏好。对于福利供给对象的选择标准上，本研究主要围绕普遍性原则、选择性原则两

个主轴进行设计。选择性原则强调对社会成员进行甄别，那些收入低、患病、伤残、丧失工作能力等弱势

群体才能享受福利服务。普遍性原则认为享有福利是全体公民的权利，强调应该一视同仁地为全部有特定

需要的人（甚至全体国民）提供服务。对于普遍性原则，只有 3.9% 的受访者同意“政府应该发展更大规模

的福利服务，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到较好保障。”这一看法（平均得分为 1.94），高达 78.8% 的被访者

明确不赞同这一观点。就代表选择性原则的操作语句“政府的社会福利应当只提供给那些生活最困难的人”

（平均得分为 3.9），高达 59%的被访者表示同意，表示不同意的被访者仅占 17.1%。从统计结果来看，在

福利对象上，农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性这一原则。

4. 对福利供给主体的偏好。“由谁提供社会福利”是社会福利运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20 世纪 50

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由私营企业、雇主、

慈善团体、志愿机构等主体组成的私人系统的作用被长期忽视，甚至于“国家 ( 依托单位、集体 ) 是社会福

利的唯一主体”
a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福利供给主体的类型和数量不断增加，并日益呈现出由政府、初

级群体（包括家庭、亲属、朋友、邻里等）、就业组织、互助组织、志愿者组织、商业性服务机构、非政

府—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多元化趋势。
b
那么，中国农村居民在福利供给主体的选择上有何偏好呢？当问及志

愿体系在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时，有 22.7% 的受访者不同意“社会福利主要应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而不是

政府”（平均得分为 3.26），持中立意见者达 37.7%，表示同意者占了 39.6%。对于工作单位在福利供给中

的角色，有 49.1% 的被访者同意“福利最主要应由乡村集体 / 工作单位提供” （平均得分为 3.45），持中

立意见者占 34.7%，表示反对的占 16.2%。就家庭和亲属的责任，“当个人遇到问题时，亲属是最有责任提

供帮助的”这一语句的得分为 3.62，高达 55.8%的被访者表示认同这一观点，有 33%的被访者持中立立场，

仅有 11.3% 的被访者表示反对。就个人的责任，“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起最大责任”的平均得分为 

4.14，高达 82.3% 的被访者表示认同，有 15.6% 的被访者持中立立场，仅有 2.1% 的被访者表示反对。

由此可见，在政府、第三部门、工作单位或村集体、家庭、个人这些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的排序上，

a李迎生：《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社会科学》，2012（9）。

b毕天云：《社会福利供给系统的要素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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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居民看来，个人、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为重要，政府的福利角色

比慈善团体及志愿机构重要。其中，个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排在第三位。

5.福利供给方式偏好。社会福利供给方式即资源落实到受益者的机制，直接影响着社会福利体系的效果。

国内外的实践显示，由政府直接供给或运营、通过市场机制供给是两种主要机制。本研究对这一维度操作

化时主要强调“市场机制供给”这一方式。“在提供社会福利时，政府应该向有钱的人收取服务成本”这

一语句的得分为 3.58（满分为 5分），有 47.5% 的被访者表示非常同意这一方式，有 30.4% 的被访者表示

中立，表示不同意的仅占了 13.4%。这显示农村居民比较赞同社会福利领域采用市场机制分配资源。

（二）农村居民福利意识的群体分化

近年来，农村居民的分化已然成为事实。不同农民群体在职业特征、收入状况、年龄结构等方面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产生了不同的社会保障需求。以 11 个描述语句为变量基础，对农村居民福利意识量表

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可将其区分为意识导向特征互异的 3个分群体。
a
根据每一类群体量表得分的特征，可

将农村居民分为三个群体。

  第一类群体高度反对普遍福利权，在“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得分仅为 1.65，在三个群

体中得分最低。在社会福利地位这一维度的两个表述上，其得分分别为 4分、4.23 分，显示他们非常不认

同福利制度占据重要位置。在福利覆盖对象维度上，他们强烈反对福利分配的普遍性原则，认为福利只能

提供给特定困难人群。就福利供给主体，他们高度赞成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认为工作单位、家庭等主

体的重要性高于政府。就福利供给机制，他们高度赞成市场机制，得分高达 4.27。根据这一群体的福利意

识特点，本研究将之命名为“自由主义型”，占样本总量的 30.7%。

表 5  第一类群体的量表得分

指标 群体人数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104 1.6471 2.00 .58981 1.00 4.00

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败 104 1.8396 2.00 .80049 1.00 5.00

政府应该首先重视经济政策，然后才是社会福利政策 104 4.0000 4.00 .84878 1.00 5.00

政府应该有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以免出现养懒汉现象 104 4.2299 4.00 .73730 2.00 5.00

政府应该发展更大规模的福利服务，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
到较好的保障

104 1.6150 2.00 .64873 1.00 4.00

政府的社会福利应当只提供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104 4.1176 4.00 .77394 1.00 5.00

福利主要应由乡村集体、工作单位提供 104 4.1765 4.00 .75197 2.00 5.00

社会福利主要应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而不是政府 104 3.9519 4.00 .80511 2.00 5.00

当个人遇到问题时，亲属是最有责任提供帮助的 104 4.1444 4.00 .82012 1.00 5.00

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起最大责任 104 4.2727 4.00 .73722 1.00 5.00

在提供社会福利时，政府应该向有钱的人收取服务成本 104 4.1497 4.00 .82243 1.00 5.00

a利用判别分析法检验聚类结果，340 个样本中 290 个被正确判别，正确判别率为 85.3%，聚类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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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第一类群体，第二类群体非常重视公民普遍的福利权利，在“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上的得分为3.1573，远远高于第一群体。在福利分配原则上，该群体更倾向于普遍性原则；在福利供给主体上，

其对政府的期待高于工作单位、亲属等；在福利分配机制上，其不太赞同市场化这一机制。根据这一群体

福利意识的特征，本研究将之命名为“国家干预主义类型”，占样本总量的 24.2%。

表 6  第二类群体的量表得分

指标 群体人数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82 3.1573 3.0000 .82433 2.00 5.00

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败 82 2.7191 3.0000 .76854 1.00 4.00

政府应该首先重视经济政策，然后才是社会
福利政策 82 3.1685 3.0000 .74217 1.00 5.00

政府应该有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以免出现
养懒汉现象

82 3.4045 3.0000 .77926 1.00 5.00

政府应该发展更大规模的福利服务，使每一
位公民的生活得到较好的保障

82 3.8090 3.0000 .76688 1.00 5.00

政府的社会福利应当只提供给那些生活困难
的人

82 2.7753 3.0000 .84950 1.00 5.00

福利主要应由乡村集体、工作单位提供 82 2.8652 3.0000 .71017 1.00 4.00

当个人遇到问题时，亲属是最有责任提供帮
助的 82 3.2247 3.0000 .83602 1.00 5.00

社会福利主要应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而不
是政府 82 2.8876 3.0000 .77516 1.00 5.00

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起最大责任 82 3.6629 4.0000 .73768 2.00 5.00

在提供社会福利时，政府应该向有钱的人收
取服务成本 82 2.7978 3.0000 .86838 1.00 5.00

第三类群体在福利意识的维度上的得分与第一类群体很相似，他们也反对“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

权利”这一观点，但是反对程度低于第一类群体。就福利对象偏好，他们赞同福利应当只提供给那些生活

困难的人，但同时也赞同政府发展更大规模的福利服务、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到较好的保障。就福利供

给对象，他们同样认为个人、家庭、工作单位承担主要责任，但对政府承担责任期待增加，高于第一类群体。

该类人群既重视社会公平，也强调个人责任，强调服务成本的合理分担，本研究将之命名为“福利混合主义”，

占样本总量的 45.1%。

表 7  第三类群体的量表得分

指标 群体人数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获得社会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153 1.8686 2.0000 .56402 1.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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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败 153 2.0822 2.0000 .75177 1.00 4.00

政府应该首先重视经济政策，然后才是社会福利政策 153 2.8757 3.0000 .88772 1.00 5.00

政府应该有限度地提供社会福利，以免出现养懒汉现象 153 3.8698 4.0000 .77589 1.00 5.00

政府应该发展更大规模的福利服务，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
到较好的保障

153 2.8166 2.0000 .66060 1.00 4.00

政府的社会福利应当只提供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153 3.4142 3.0000 .99704 1.00 5.00

福利主要应由乡村集体、工作单位提供 153 3.0000 3.0000 .85912 1.00 5.00

社会福利主要应由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而不是政府 153 2.7041 3.0000 .84236 1.00 5.00

当个人遇到问题时，亲属是最有责任提供帮助的 153 3.2663 3.0000 .86952 1.00 5.00

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起最大责任 153 4.2485 4.0000 .68817 2.00 5.00

在提供社会福利时，政府应该向有钱的人收取服务成本 153 3.4024 3.0000 .85440 1.00 5.00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意识可分为三种类型，占主导地位的是混合福

利偏自由主义倾向，即其更多地将提高自身福利水平寄希望于自己的勤劳努力和聪明才干上，认为个人、

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为重要。他们不认为福利是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社

会权利，因此，在福利分配原则上虽然同时支持普遍性及选择性的分配原则，但更倾向于“选择性”这一

原则，即福利只提供给特别困难人群。在供给机制上，更赞同社会福利领域采用市场机制分配资源。对于

社会福利制度的地位，他们认为是从属于经济政策的。

三、影响农村居民福利意识的因素

蒂特马斯指出，社会政策 ( 即社会福利制度 ) 不是处于真空状态之中，它总是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 ,“在研究别国的福利制度时，我们见到它所反映该社会的主导文化和政治的特征”
a
。因此，人们在回

答和解决“为何提供福利”、“福利应该给谁”等五个问题时，文化的作用会一再地体现出来，并进而影

响到一个国家的福利模式。
b
因此，本研究将文化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问卷中的操作化语句为“遇

到困境时会向谁寻求帮助”、“对贫富差距的认知”、“个人遇到问题时如何解释和归因”。

除了文化传统，社会福利意识形态总是会受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主导价值观念、权利教育的

普及程度等因素影响。对于社会结构这一影响因素，本研究主要从农村居民对已参加的社会福利制度效果

的评价、作为现代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两个维度进行研究。问卷中，体现社会福利制度效果评价的题目是：

“对养老保险效果的评价”、“对医疗保险效果的评价”、“对工伤保险效果的评价”、“对失业保险效

果的评价”。测量公民意识的题目为：“如果有机会参加县长、区长的直接选举，我一定会积极参加投票”、

“我了解我们社区的事情，所以我有权参与社区的事务。”（选项为：“十分同意”、“同意”、 “不同意”

a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 172 页。

b毕天云：《福利文化引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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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分不同意”，分别记为 4、3、2、1 分）。

从个体层次看，一个人的社会福利意识水平还会受其年龄、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程度、收入等个体人

力资本、个人生活中客观风险存在情况、对未来风险的感知和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问卷中，体现

个人生活中客观风险存在情况的题目由“过去3年内的失业次数”构成。对未来风险大小的评价操作化为“对

失业的担心程度”、“对未来养老的担心程度”、“对生病后医疗费用的担心程度”三个语句。

以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权认知、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中的定位、福利分配对象偏好、福利供给主体偏好、

福利供给方式偏好为被解释变量，以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个人因素（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程度、

客观风险存在情况、对未来风险的感知和评价）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B0+B1X1+B2X2+⋯+BkXk+ε

 k = 1，2⋯，n

其中，Y 表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意识分量表的得分；Xk表示解释变量，包括；ε为未被解释的残差。

表 8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 1
（因变量：社会福

利权）

模型 2
（因变量：社会福

利地位）

模型 3
（因变量：福利对
象的普遍性原则）

模型 4
（因变量：社会福
利供给主体）

模型 5
（因变量：福利供
给机制）

个体因素

年龄 -.040 .008 .008 .021 .056

受教育程度 -.116* .060 -.108* .077 0.029*

身体健康程度 .010 .054 .001 -.001 .003

每月收入 .036 .025 .032 -.010 -.089*

失业次数 -.100* .015 -.092* .014 -.109*

是否担心自己失业 -.058* .070 .118* .144* -.126*

是否担心将来养老问题 .049 .015 -.091 .027* -.038

是否担心将来医疗问题 -.014 .013 -.035 -.095* -.009

文化因素

家人 -.073* -.017* -.020 -.019 .016

亲戚 -.154* .086* .000 .101* .048

朋友 / 老乡 -.083* .018 -.092* -.005 .044

同事 .065 .007 -.040 -.050 .040

单位 -.012 -.034 .035 -.011 -.133*

政府 -.020 .119* .139 .108* .064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是不公平的

.223* -.21* .261* -.133* -.143*

个人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社会
造成的

.132* -.140* .113 -.258*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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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因素

已参加养老保险的作用 -.051 -.003 .112* .054 .034

已参加医疗保险的作用 .025 .058 .047 .042 .011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作用 -.073 .021 -.062 .051 .018

已参加失业保险的作用 -.045 .009 -.061 .042 -.037

现代公民意识 -0.017 0.069  -0.034 0.021 0.069

模型显著度检验及解释力度
检验显著，方程解
释力度 =0.211

检验显著，方程解
释力度 =0.148

检验显著，方程解
释力度 =0.162

检验显著，方程解
释力度 =0.228

检验显著，方程解
释力度 =0.226

共线性检验 VIF 得分均小于 2

（一）对社会福利权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中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越不认同普遍福利权（标准回归系数 =-0.116 ）。客

观风险存在情况中，失业次数越高（标准回归系数 =-0.100），越不认同普遍福利权；主观风险评估中，对

未来失业担心程度越低，越倾向不认同普遍福利权（标准回归系数 =-.058）。

就文化因素对社会福利权认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越倾向于向家庭、亲属、朋友求助的农村居民，

越反对社会福利权（标准回归系数=-0.073）；越认同贫富差距是不公正的农村居民，越认同普遍福利权（标

准回归系数 =0.223）；越倾向于将个人问题原因归因于社会、政府的农村居民，越认同普遍社会福利权（标

准回归系数 =0.132）。

（二）对社会福利地位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对农民居民关于社会福利地位认知的影响均不显著，只有文

化因素的影响显著。具体来说，越倾向于向家庭求助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认同提高社会政策的地位（标

准回归系数 =-.017）；越倾向于向亲属求助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认同经济政策比社会政策重要（标准回

归系数 =0.086）。越倾向于将个人问题归因于社会、政府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提高社会政策的地位（标

准回归系数 =-0.140）。越认同贫富差距是不公平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提高社会政策的地位（标准回归系

数 =-0.205）。

（三）对福利对象选择原则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结构对福利对象选择原则的影响不显著。个体因素中，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

越倾向于选择性标准（标准回归系数 =-0.098）；客观风险中失业次数越多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选择型原

则（标准回归系数 = -0.092）；主观风险中对失业担心程度越低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普遍性原则（标准

回归系数 =0.118 ）。

文化因素中，越倾向于向家庭、亲属、朋友求助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选择性原则（标准回归系数=-.092 ）；

越倾向于把个人问题归因为社会、政策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认同普遍性原则（标准回归系数 =0.113）；

越认同贫富差距是不公平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选择普遍性原则（标准回归系数 =0.189）。

（四）对福利供给主体选择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结构对社会福利供给主体选择偏好的影响不显著。个体因素中，人力资本、客

续表



57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

观风险的存在情况影响不显著；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选择多元主体（标准回归系

数 =0.160)；主观风险中，对失业、养老问题担心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多元主体（标准回归系数

=0.114 、0.027）；对医疗风险担心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政府承担主要责任（标准回归系数=-0.095）。

文化因素中，越倾向于向政府求助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多元主体（标准回归系数 =0.108）；越倾向

于把社会问题归因于社会、政府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政府作为福利主体（标准回归系数 =-0.258）；越认

同贫富差距是不公平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政府承担主要责任（标准回归系数 =-0.133）。

（五）对福利供给方式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结构对福利供给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个体因素中，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

越倾向于采用市场化机制进行福利供给（标准回归系数 =0.029）；客观风险中，收入越高的农村居民越倾

向于非市场化的供给机制（标准回归系数 =-.089*）；失业次数越多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非市场化的供给机

制（标准回归系数 =-0 .109*）。主观风险中，对失业担心程度越低的农村居民（标准回归系数 =-0.126 ），

越倾向非市场化的供给机制。

文化因素中，选择政府作为求助对象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非市场化的供给机制（标准回归系数=-0.133 ）；

越倾向于把个人问题归因为社会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非市场化的供给机制（标准回归系数 =-0.258）；越

认同贫富差距是不公平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非市场化的供给机制（标准回归系数 =-0.143）。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对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的影响因素中，文化传统的影响最显著。儒家

的福利观念传统，如强调依靠家庭而不是国家，强调自立、勤劳致富等观念深深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福利意识，

使得他们将提高自身福利水平寄希望于自己的勤劳努力和聪明才干上，认为个人、家庭、工作单位、村集

体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为重要。朴素的公平观又让他们希望政府在增加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

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农村居民的个体因素中，个体人力资本、职业风险的影响显著。文化程度越高者，越相信自己有能力

改善弱势状态，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福利观；主观上对未来失业风险担心程度越低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

自由主义的福利观；客观风险上失业次数越多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干预主义。

相对于前两个影响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意识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

政府出台的关于农村居民、农民工的福利政策、制度尚未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显著的影响，进而暂时没

有影响到他们的福利观。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社会福利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并行着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个流派。自由主义流派认为市场机制具

有完美的自动均衡能力，强调社会成员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责任，强调在福利提供方面个人的责任和市场作

用的发挥，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国家干预主义则主张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

活动，强调政府在应对社会风险发挥主要作用、强调自上而下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承担起对社会弱势

群体的救助责任。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第三条道路”、福利多元主义、社会资本理论等新兴社会福

利理论的兴起并逐渐获得重视，社会福利领域不再片面强调市场或国家的单独作用，而是开始强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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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家庭、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在抵御社会风险、增加社会福利中发挥作用。这就是说，社会福利意识

形态开始出现了一种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新的模式，这一利模式跨越左与右，兼容市场的

灵活性与政府的保障性，强调福利供给的多元主体和公众的参与，有学者称这种福利意识为“福利混合主义”。

表 9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特点

福利取向 特点

对社会福利权认知 不认为福利是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社会权利（平均得分为 2.04）

社会福利的定位 认为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的附属，对社会政策不太重视 ( 平均分为 2.92)

对福利供给主体的偏好 认为个人、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为重要，政府的福利角色比慈善团体及
志愿机构重要。其中，个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排在第三位。（平均分为 3.62）

对福利分配原则的偏好 同时支持普遍性及选择性的分配原则，但更倾向于“选择性”这一原则，即福利只提供给特别困难人群。
（平均分为 2.75）

福利供给方式偏好 赞同社会福利领域采用市场机制分配资源。（得分为 3.57）

综合调查结果，可以看到，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意识呈现混合福利偏自由主义倾向。他们认为社

会政策经济政策的附属，对社会政策不太重视，不认为福利是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社会权利；认为个人、

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为重要，政府的福利角色比慈善团体及志愿机构重要。

其中，个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排在第三位；他们同时支持普遍性及选择性的分

配原则，但更倾向于“选择性”这一原则，即福利只提供给特别困难人群。他们赞同社会福利领域采用市

场机制分配资源。

（二）对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几点建议

基于当前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影响因素，本研究认为针对该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未来

的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升政府责任，建构基于农村居民“公民”身份的“普惠型”福利制度。我国农民的社会福利

制度具有非常显著的“自保障”特征。政府在福利政策制订、福利经费资助等方面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

建构基于农村居民“公民”身份的“普惠型”福利制度，使农村居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基本福利保障。

第二，适应农村居民混合福利偏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福利意识特点，考虑传统文化影响，将中国农村

以“自保障”为特征的乡村互助福利和国家福利有机结合，促进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在儒家传

统文化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的社会福利意识具有非常显著的“自保障”特征，强调社会成员主

要依靠自身力量（包括家庭、社区）去应对各种风险和意外，强调以家庭和社区等人际互动密切且能够共

同参与的地域共同体为场所，以互帮互助、互惠互济为形式，以家庭、邻里、朋友、亲属、社会性法团等

构成的支持性网络为依托，以向生活困厄者提供紧缺资源和服务为核心，以向受助人群提供经济供给、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为宗旨，以规避化解居民的生产生活风险为归宿
a
。而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农村居

民的社会福利意识是混合福利偏自由主义倾向，在福利供给主体上，认为个人、家庭、工作单位、村集体

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为重要。根据这一特点，当前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在大力发展国家提

a章长城、刘杰：《传统保障的现代构造与重塑》，《学习与实践》，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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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普遍性保障基础上，通过多种渠道弘扬、保持乡村互助福利，并使其与国家保障相结合，从而能够更

加灵活、更加全面地保障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第三，探索农村居民职业分化状态下的职业福利，使其成为提升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补充。职业

福利是伴随雇佣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福利形式，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地位，尤其是在西方

福利国家兴起之后更是一再被忽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出现，才开始受到重视。在过

去 30多年间，以职业福利替补公共福利已成为西方福利国家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保障员工生活质量、

应对生活风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在职业分布、人力资本、收

入结构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职业方面的分化更是显著。如有学者提出根据农村居民从事的

职业可以将其分为粮农、经济作物、农业生产大户、农业个体户、非农个体工商、农民工等
a
。本研究的研

究结果也显示，被访农村居民曾经经历的失业次数和对未来失业的担心程度都对其福利意识有显著性影响。

因此，探索、发展农村居民职业分化状态下的职业福利是未来农村社会福利项目发展的重要方向。当然，

在发展职业福利时，必须使其区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福利”。

第四，根据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家庭迁移的特点，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福利政策。家

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每一个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微观环境。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

家清楚地认识到，家庭的发展在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应对社会风险时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的发展，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纷纷采取了

支持家庭或重返家庭的行动，试图设计和实施以家庭为中心、以上游干预为导向的家庭政策与家庭服务
b
。

国内多项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生活方式呈现“家庭整体流动”这一特点，因此，应综合考

虑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家庭需要，以此为基础构建、调整、完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福利政策。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asants ' 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Based on the Sample Investigation in Beijing

ZHANG Rui-kai 

Abstract: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 plays a direct rol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olicy.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peasants ' 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 is close to the Welfare Pluralism. On one hand, they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welfar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believe that the working unit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als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than the government. The peasants 

tend to “selectivity” and “market mechanism” in welfare distribution. Analyz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peasants' human capital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ir ideology. 

Key words:peasant;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 welfare pl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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